
从“一元多体”到“多元一体”
———华夏文明起源的诠释架构辨析

李怀印

内容提要 20 世纪以来中国古史和考古学界对上古文明起源及其演进格局的认识，经历了从“一元多

体”到“多元一体”的演进过程。其间新说迭出，既有民国时期的西来说、东西二元说和三元说，又有 1949 年

以后的中原中心说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满天星斗说、重瓣花朵说、新夷夏东西说、新疑古说和新中原中心

说。而在上古文明的诠释架构不断更新的背后，不仅有非学术性因素在起牵引和制约作用，还有各种学术性

因素在支配人们的认知和解读过程。各个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一直是驱动学术进步的最主要动力，但如何把

握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的关系，始终是最令人困惑而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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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梁启超撰《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一文，提出两个问题: 其一，“中华民族为土著耶?

为外来耶?”; 其二，“中华民族，由同一祖宗血胤

衍生耶? 抑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熟谙先秦

史籍和上古史迹的梁氏，当然不愿接受以《史记》

为代表的“旧史”之陈说，亦即“唐、虞、夏、商、周、

秦、汉，皆同祖黄帝”; 基于夏商周先祖均来自不

同地域且“各异其都”这一事实，他推测“中国文

化并非一元的发展”。①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梁任

公第一次对《史记》叙事置疑，此前在 1918 年，梁

曾撰《太古及三代载记》，认为黄帝、颛顼、帝喾、
尧、舜五帝“一脉相承”之说“实可滋疑”。②

如果旧史中所流行的黄帝一元论并不可信，

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和诠释中华民族或中华文明

起源的多元性? 无论梁启超本人，还是晚清之前

的先辈，均未提供直接的答案或可资参考的实质

性论述。③然而，对于 20 世纪中国学术界和政治

界的精英们来说，追问“中华民族”的源头，探寻

中华文明的兴起轨迹和演进脉络，对于打造国族

认同，复兴中华文明，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和

现实意义。因此，百年以来，围绕“梁启超之问”，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人进行了大量探索，推动了

对华夏文明和华夏国家起源问题的认知。综观百

年来的学术脉络，有学术的和非学术的两组因素

在交互作用，激励和牵制人们对此一问题的探索。

其中非学术性的因素，既有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

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倾向的引导作用，也有研

究者个人的视角、旨趣乃至所在地域所带来的影

响，笔者对此曾有专文论述，这里不再展开。④本文

仅探讨另一组因素，即学术性因素，尤其是其中两

个最基本的方面，即研究方法和诠释架构的影响。

传世文献与考古遗存: 古史研究的方法之争

就研究方法而言，这里主要涉及古文献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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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辩伪和考古发现的解读、利用，尤其是如何处

理历史文献与考古研究的关系问题。20 世纪之

前，人们对上古时期华夏历史的认知，几乎完全依

赖文献资料，而先秦和秦汉时期所留下的有关远

古历史的典籍的原真性和可信度之成问题，久已

是学界共识。对上古文献的质疑、辩伪，在中国学

术史上有悠久的传统。远自汉代的司马迁、班固、
马融、郑玄，中间历经唐宋时代的刘知几、柳宗元、

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近至明清时期的宋濂、胡
应麟、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同、崔述、刘逢禄、魏

源、康有为、梁启超诸人，都对先秦文献的错乱、纰
缪、作伪，做了大量的考证、注疏工作。⑤但是对于

直接涉及华夏文明起源的“三皇五帝”谱系的质

疑和冲击，则要待 20 世纪 20 年代以顾颉刚为代

表的“古史辨”派崛起之后。顾颉刚在这方面的

最大贡献，便是众所周知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

古史”之说，即时代越往后，对三皇五帝传说所增

添的内容便越多，古史期也拉得越长。用顾氏的

话说，“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

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

以后有盘古等”。⑥在 1926—1941 年间以顾颉刚

为主编纂出版的七册《古史辨》，发表古书古史甄

辩方面的论文达 350 篇，对一整代古史研究产生

深远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人们对上古史的

认识。当然，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也有矫枉过

正的地方，乃至在个别研究者中间形成“每辨必

伪”“逢书必假”的倾向。⑦而 20 世纪 70 年代以

来，大批残简和帛书的陆续出土，使原来长期被怀

疑或断定为后人作伪的不少古文献，经研究比对，

证明“实际是真的，或者一部分是真的”。⑧总之，

经过前人的梳理和近百年来的考辨，今人比以往

任何时候更有条件审慎利用先秦古籍重建上古

历史。

与古文献具有同等学术价值乃至更为重要

的，则为新石器时期和先秦时期考古遗址及出土

文物的研究和利用。早在 1925 年，古史大家王国

维便针对流行一时的疑古思潮提出著名的“二重

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

料”，据此甄别古文献，“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

能加以否定; 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

可断言也”。⑨虽然王氏的二重证据法对于重建古

史不算充分，后人如饶宗颐等又在此基础上提出

三重乃至五重证据法，即在传世文献和考古遗存

之外，再加上出土文字记录、民族学资料以及异邦

古史资料，但考古发现对认识古史的终极重要性

不言而喻。⑩事实上，20 世纪以来，中国史前文化

及夏商历史研究的几乎所有突破，均来自考古学

界的重大发现。正是诸如仰韶、龙山、大汶口、庙

底沟、良渚、红山、马家窑、石家河等一系列新石器

时期文化遗址的次第发掘，拓展了人们对中华文

明起源的认识视野，而殷墟和二里头遗址的发掘，

也推动了上古史研究领域的知识更新，这些已经

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问题是，面对传世文献和考古遗存这两组不

同的资源体系，研究者如何处理其间的关系? 是

井水不犯河水，古史归古史，考古归考古，还是一

味以考古来证实古史，乃至仅仅为了证史而进行

考古? 长期以来，严谨的考古学者均倾向于把考

古学当作独立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只重考

古发掘所提供的客观证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拒绝在证据以外进行联想或推论，尤其反对受未

经确认的传世文献或历史传说的干扰和影响。据

说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初，身为考古界领

军人物的夏鼐，便曾“严格要求中国的考古学者

只发表材料，而不允许随意性解释”，即使有作者

试图在考古发掘报告的结语中写上自己的解释，

但在《考古》或《考古学报》上发表时亦多被删

除。瑏瑡由此也不难理解，即便像二里头文化这样一

些对重写古史有重大意义的考古发现，夏鼐终其

一生也不愿将其与传说中的夏朝明确加以对接

( 详见后文) 。

与之相反的是另一种倾向，即以考古服务于

历史研究。尽管传世文献在数千年来的流传过程

中充满文本错乱、遗漏乃至作伪问题，但这些典籍

的年代之久远和内容之丰富，仍然为人们认识上

古历史提供了文字依据和想象空间。因此，中国

史前和上古时期的考古遗址的发掘和出土文物的

识读，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到古文献所提供的历

史信息的牵引和影响，是再自然不过的; 事实上，

文献与考古的相互参照，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大

优势，这种优势在春秋战国以后尤其是秦汉以来

文献可信度和信息量渐增的条件下尤为明显，以

考古发现来“证史”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于西周

时期以及更早以前的夏商历史以及史前文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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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字记录欠缺，或者即使有文字记载，但文本数

量有限且可信度成疑，因此文本信息与考古发现

的结合，便要格外慎重。尽管古文献所包含的上

古神话和传说对于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演

进有其价值，但如何加以利用，端看书写者的自身

定位和学科规范。文学创作最无顾忌，作家在描

述中华文明起源时，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神话和传

说，发挥自身的想象能力。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

学科，把叙事的建构当作历史书写的最基本技巧，

而叙事的建构既有赖坚实的实证依据，同时也允

许合理的想象; 可以说没有叙事和想象便没有历

史，因此历史学家在建构上古历史叙事时，适当参

照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也不算“逾矩”。考古学

研究则是一门科学，就研究方法而论，只认客观证

据和实验数据，除非出土遗存带有自证的文字依

据，否则无法与传世文献所载内容完全画上等号。

如何处理考古发现与上古传说的关系，因此也成

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

“一元多体”: 华夏文明起源的认识起点

除了上述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之外，20 世纪以

来中国古史研究领域最引人注目的议题之一，当

数有关华夏文明起源的诠释框架的建构问题。综

观百年来这方面的进展，大体上可以用从“一元

多体”到“多元一体”这样一个脉络加以概括。20
世纪之前，历代统治者和知识精英对华夏文明起

源的认识，总体上讲只有“一元”，即《史记》开篇

“五帝本纪”所代表的华夏远祖谱系，认黄帝为始

祖，因黄帝而有五帝，因五帝而有三代。夏、商、周
三代及其诸侯封国，在地理上构成“诸夏”或“中

国”，文化上统称“华夏”。所谓华夏，按《春秋左

传正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 有服章之

美，谓之华”。瑏瑢华夏之外，则为四夷。不同于诸夏

之间的血脉相连，在华夏统治者的眼中，四夷与诸

夏之间没有血缘联系。《国语》“郑语”篇有谓:

“是非王之支之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

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瑏瑣除了血缘上相互

隔绝之外，四夷与诸夏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在文化

上，亦即礼义之有无。夷狄虽有君长，但不讲礼

义，与禽兽无异; 华夏偶有失序，但礼义不废，所以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瑏瑤但夷狄

与诸夏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礼义的有

无决定了诸侯们的归属，只有崇尚礼义，才有资格

成为诸夏的一分子，否则与夷狄无异; 而夷狄如果

能够掌握礼义，也可以成为诸夏的一部分。所以

韩愈《原道》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

礼，则夷之; 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瑏瑥换言之，诸夏

与四夷在文化上构成了不同的实体，彼此之间互

为参照和衬托，诸夏之成为诸夏，亦即礼仪之邦，

正是因为有夷狄之不习礼仪作为对比。但夷夏之

间并非相互孤立、隔绝，而是一直在相互作用、相

互转化，是一个更大的有机整体( 即所谓“天下”)

的不同组成部分，是为“多体”。但是在华夏统治

精英看来，这个多体的世界只有一种文明，即华夏

文明，并且只有一种衡量文明的标准，即诸夏所特

有的礼义传统。孟子有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

闻变于夷也”，瑏瑦而这种礼义传统又只有一个源

头，可追溯至作为人文始祖的黄帝，且五帝三代以

来一脉相承，是为“一元”。这两方面结合在一

起，即“一元多体”，构成了春秋战国以后直至 20

世纪之前历代统治精英对华夏文明历史认知的最

根本特征。

当然，如果我们具体检视各个朝代人们对华

夏文明及中外关系的认知，会发现“一元多体”的

总体架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情境中会有所

调整。在华夏与非华夏族群对抗剧烈的时代，人

们会强调夷夏之间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差别与彼此

之间的不可调和。春秋时期，北方异族侵袭加剧，

齐国在联手各诸侯国抵御戎狄过程中独当一面，

管仲目睹当时情形，不禁感叹，“戎狄豺狼，不可

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瑏瑧季文子劝鲁成公勿

投楚叛晋，则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瑏瑨西汉时

期，中原与匈奴之间的冲突空前剧烈，《汉书》因

此突出了夷夏之间的文化对立: “夷狄之人贪而

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

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

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

外内地。”瑏瑩西晋时期，塞外游牧部落大批迁入关

中和中原地区，华夏族生存环境尤为严峻，江统因

此作《徙戎论》，同样强调华夏与夷狄之间的截然

不同:“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

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

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 或居绝域之

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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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

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

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瑐瑠可见，在

夷夏对立加剧的时候，华夏族的文化一元论往往

发展为排他的华夏中心主义。在此视角下，夷狄

与诸夏文化迥异，彼此之间难以兼容，唯一的处理

办法是加以隔绝、驱逐乃至翦除。蒙元南下灭宋，

以异族统治中国近百年，在汉人士子看来，构成华

夏历史上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元末朱元璋起义，

推翻元朝，同样诉诸夷夏观念，强调其正义之举，

有谓“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

废弛，人纪荡然”。瑐瑡明末满人入主中原，更进一步

激发了汉人的华夷意识，以至于吕留良把华夷之

别置于君臣之伦之上，认为“华之于夷，乃人与物

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瑐瑢总之，在华夏中心主义

的视角下，华夏文明的“一元”是绝对的，华夏与

四夷之间的“多体”关系是对抗性的和不可调和

的。清末革命党人也一度延续了这样的视角，把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作革命的首要目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异族统治者入主中

国以后对“一元多体”的重新界定。以清朝为例，

清代前期的统治者也接受了“一元”，即肯定并继

承了历代华夏王朝所崇尚的礼义传统，即把儒家

说教所界定的礼仪秩序作为衡量文明的最根本尺

度。但是清朝皇室作为异族统治者，并不情愿把

礼仪文化的“一元”跟华夏族或华夏族的远祖直

接挂钩，而“多体”之间的关系在其看来也不是相

互排斥、无可调和的关系，而是强调华夏与四夷之

间彼此平等、兼容，可以相互转化。换言之，华夏

与夷狄之间，只有地域上的不同，并没有文化上的

高低，用雍正帝的话说，“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

之有籍贯”; 而统治者的正当性，不在其是否具有

华夏族裔的身份，而在其“德”，亦即能否彰显儒

家的礼仪文明。历史上，“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

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德乎”，清朝之所以取代明朝

入主中国，是因为“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

命我外夷为内地主”。瑐瑣总之，在清人的“一元多

体”架构中，“一元”的文化标准即礼仪文明依然

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但作为文明标准的“一

元”并不与任何族群挂钩，“多体”之间也并没有

尊卑之别。
可见，“一元多体”作为一种流行于 20 世纪

之前的关于华夏文明的认知架构，其含义在不同

历史时期和不同政治背景下有相当的歧异。然

而，无论是强调“一元”即文明标准在族群属性上

的排他或开放，还是“多体”之间关系的对抗与兼

容抑或平等与文野之别，这一传统的认识架构事

实上更多地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存在的，其

功用在于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或反抗者的正义性进

行辩护，而不是一种学术意义上的认知范式。但

如下文所示，“一元多体”又的确构成了 20 世纪

中国知识界有关华夏文明起源的历史认知的起

点。无论是 20 世纪早期的二元论、三元论还是后

来的多中心论或“多元一体”论，事实上都是以“一

元多体”作为立论的原点或批判的靶心展开的。

民国时期: 从一元论到二元、三元论

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文明起源“一元”论，在

20 世纪 20 年代遭到来自考古界和古文献研究领

域两方面的实质性冲击。首先，在考古方面，瑞典

地质学家安特生( J． G． Anderson) 和中国考古学者

袁复礼自 1921 年 10 月至 12 月在河南渑池仰韶

村的考古发掘活动，标志着从考古学角度认识中

国境内远古文明起源的开始。仰韶文化遗址所出

土的大量陶器，尤其是其中的瓦制尊、鬲等物的外

形，让安氏相信它们“全似为汉族遗迹”，并据此

认为“仰韶文化之人种当为现代汉族之远祖，或

与汉族极近之一民族”，仰韶遗址“实为未有文字

记载以前汉族文化所遗留”。瑐瑤但基于对其中部分

陶器的花纹和磨光的判断，安氏又认为“仰韶陶

器中，尚有一部分或与西方文化具有关系者。近

与俄属土耳其斯坦相通，远或与欧洲相关”。瑐瑥仰

韶遗址的发现，还让安特生联想到法国学者拉克

伯里( T． de Lacouperie) 所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

说。瑐瑦相较于拉氏的说法“殊无科学根据”，安氏认

为“使他日可证明( 仰韶文化的) 制陶器之术来自

西方，则其他文化或种族之特性亦可由此输入”，

“因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源又复有希

望以事实证明之”。随后经过对甘肃、青海地区

的进一步发掘，安特生又在 1925 年推测，“中国民

族，当仰韶文化期自新疆迁入黄河河谷”; “精美

陶器之有彩纹者，首抵甘肃，次及河南”。瑐瑧这便是

所谓仰韶文化西来说。此说在当时的中国考古界

颇有影响，梁思永直至 1935 年在其《小屯龙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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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一文中，仍然基本认可仰韶文化西来的观

点。瑐瑨但国内考古学者包括梁本人在内并未毫无

保留地接受这一观点。李济从安特生的论说流行

之初便表示质疑，认为“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

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

源于西方”。瑐瑩至 20 世纪 40 年代，独立于仰韶文

化系统的齐家文化的发现和确认，使西来说最终

在考古学界失去市场。瑑瑠

几乎在安特生发表仰韶考古报告、提出西来

说的同时，国内学界的“疑古”思潮也悄然兴起，

对五帝系世乃至夏朝历史提出质疑和否定。而立

之年的古史学者顾颉刚在 1923 年撰文，称中国古

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瑑瑡顾颉刚的疑古，主要受古

书辨伪的国学传统尤其是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一书的影响。疑古、辨伪的结果，使旧有的上古史

知识体系受到巨大冲击，用顾氏自己的话说，“中

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但把伪史

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

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瑑瑢至于他“推翻

古史”的目的，据称主要是为了“打破民族处于一

元的观念”，以及“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也

就是解构两千年来以《史记》为代表的古史叙事

传统。瑑瑣从 1926 年起，《古史辨》诸册的次第出版，

在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据徐旭生后来描述，“当

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瑑瑤

不过，疑古派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行其道

的同时，也遭到部分学者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

质难是其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用董作宾的话说，

“我国古代文化所寄托的一部分‘纸上史料’，经

过这样一‘辨’，几乎全部被推翻了。疑古的新史

学影响所及，东西洋的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文化

问题为之四顾茫然，不知所措。谨慎一点的人，只

好从商代讲起，再谨慎点，最好讲春秋以后”。瑑瑥刚

刚从欧洲留学归国的傅斯年，在肯定疑古派成就

的同时，也对其方法之偏颇 ( 所谓“宁疑古而失

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不以为然，直斥“以不知为

不有，是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瑑瑦主张“找出证据

来者，可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者，亦不能断其

为无”。瑑瑧为了重建古史，傅斯年主张在史料和方

法上另辟蹊径，认为过去人们所依赖的古籍，均属

“间接的史料”，已经被“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

转写”，其价值远不如“直接的史料”，诸如甲骨卜

辞、古物铭文、宫廷档案等一手资料。在他看来，

顾颉刚的《古史辨》诸文“专利用已有的间接材

料”，固可推陈出新; 相较之下，“近年能利用新材

料兼能通用细密的综合和分析者，有王国维先生

的著作，其中甚多可为从事研究者之模范”，隐然

有尊王贬顾之意。瑑瑨因此不难理解，在 1928 年出

任史语所所长之后，傅斯年即把该所的宗旨定为

“到处找新材料”和“用新方法( 科学付给之工具)

整理材料”。瑑瑩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那

些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的若干史家对古史

辨派的回应。其中之一是郭沫若。在 1929 年于

日本写成、次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

中，郭氏并未责难顾颉刚的疑古取向，相反对其所

取得的成就颇为认可，称“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之

说“的确是个卓识”，承认顾氏有“先见之明”，旧

史料中的“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瑒瑠郭区

别于顾的地方，主要在认识古史的方法和对古史

的解读上。不同于顾氏受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的影响、间接地受历史上的今文经派特别是清代

公羊学派的激发而形成疑古精神，郭氏解读上古

中国，主要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影响，而源头则

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其特色是把历史、考古

和民族学理论结合起来考察某些具有人类社会普

遍规律的现象。在郭氏看来，上古神话传说并非

不经之谈，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史前社

会的若干特征。例如，“黄帝以来的五帝和三王

的祖先的诞生传说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

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者

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 而尧舜禹时代的禅让现

象，也表明当时“父权还没有成立，父子不能相

承”。瑒瑡郭氏与顾氏对神话传说的不同处理，导致

他们对上古历史的不同认识: 郭认为商以前的中

国是一个氏族社会，而顾氏则认为商以前的历史

因为材料欠缺而无法研究。

另一位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是吕振羽。

在其出版于 1934 年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

书中，他同样肯定了上古神话传说的价值，认为

“古籍中所保留着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不仅能

正确地暗示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意义，并且还相当

丰富”。瑒瑢因此他所运用的方法是把“各种古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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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与“仰韶各期的出土物”相

结合，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瑒瑣他同样认为传说

中的尧舜禹时代均为“女性中心的氏族社会”，是

“中国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完成的时代”，到夏启时

代则转入“男系本位”，是“由男系代替母系社会

的一大变革期”，而殷商与周代则分别为“奴隶制

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瑒瑤因此，“中国社会发

展的法则，也和世界其他各民族一样，并没有本质

的特殊”。瑒瑥

不过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既非

西来说或疑古论，亦非唯物史观，而是考古学界的

东西二元说及古史领域的夷夏东西说。这两种主

张紧密联结在一起，相辅相成，而它们的流行在很

大程度上是对上述西来说和疑古论的回应、矫正。

针对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解读在许多环节欠缺

“切实的证据”瑒瑦和考古方法的“不精密”，瑒瑧李济

从 1926 年冬便开始了中国人自己组织的首次考

古工作，即对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另一位关

键人物是傅斯年。他对西人主导中国考古发掘的

近况，尤其是安特生在解读仰韶考古发现方面的

粗疏和臆测，同样表示不满。而古史辨派只有破

坏，没有建设。因此，“古史重建”工作，对执掌史

语所的傅斯年来说，便成为迫切的任务。在现有

史料多不可信的条件下，古史重建只能倚重考古

发现和地下实物资料。因此，史语所组建后的首

要工作，便是成立考古组，以李济为组长，于 1928

年展开比西阴考古规模更大也更为重要的河南安

阳小屯村的殷墟发掘工作。同在 1928 年，李济的

学生、两年后加入史语所的吴金鼎，也开始了对山

东济南近郊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并于 1930

年在史语所的主持下正式发掘，出土了与殷墟类

似的卜用牛胛骨和迥异于仰韶彩陶的黑光陶器，

由此确认了龙山文化的存在。

这两大发掘的同时展开及取得的丰硕成果，

给致力于古史重建的史语所同仁带来全新的思

考。殷墟的甲骨文字和青铜器所展示的商文化，

与新石器晚期的仰韶文化之间差异之大，让李济

觉得两者之间的关系顶多“像远房的叔侄”，商文

化应该另有源头。其同事徐中舒也认为，仰韶与

小屯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后者的源头应该在环

渤海湾一带，这里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

床”。瑒瑨龙山文化的发现，更让傅斯年兴奋不已，认

为城子崖遗址所出土的文物，“实摆脱仰韶期彩

色陶器之势力范围而独树一帜”，瑒瑩从而间接印证

了自己的观点，即上古中国“有东西二元”，“夷与

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双方相互争斗、
混合，“于是起于东者，逆流压迫西方。起于西

者，顺流压迫东方。东西对峙，而相争相灭，便是

中国的三代史。在夏之夷夏之争，夷东而夏西。
在商之夏商之争，商东而夏西……”。瑓瑠这便是所

谓的夷夏东西说。在考古界，把二元论表述得最

清楚的当属史语所的另一位考古学者梁思永。他

通过对豫北安阳后岗遗址三叠层( 小屯、龙山、仰
韶) 的分析，提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东西对立，

同时共存，以彩陶为主要标志的仰韶文化东进，以

黑陶为主要标志的龙山文化西渐，两者在河南交

汇的观点; 后岗叠层所显示的时间差，仅仅反映了

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抵达豫北的早晚不同。瑓瑡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新石器晚期的东西二元

论，以及与之相应的上古时期夷夏东西论，长期流

行于考古界和古史研究领域。

事实上，古史界除了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论之

外，还有其他学者对上古部族分布及相互关系的

不同论述。例如蒙文通在 1927 年撰文，提出三族

说，包括: ( 一) 长江中下游尊炎帝为先祖、以九黎

( 或谓三苗) 为主体的“江汉民族”; ( 二) 中原地区

作为黄帝之裔的“河洛民族”; ( 三) 东方沿海一带

由北方九夷( 太昊为先祖) 和南方诸夷( 少昊、皋

陶之胤) 组成的“泰族”或“海岱民族”。瑓瑢不同于

傅斯年之撰写《夷夏东西说》曾受最新考古发现

之启发，蒙文通下笔稍早，龙山文化尚未进入其视

野，其立论所依据的完全是自己对古文献的梳理，

结果发现“古之王者多出扶桑、旸谷、勃海、长淮，

则我先民固起于东方，亦沿海岸线而繁殖者”。瑓瑣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最早提出夷夏东西说的，并非

傅斯年，而是蒙文通。

跟蒙文通的三族说颇为类似但问世较晚的，

还有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 著于

1939—1941 年) 中所提出的三大集团说，即: 地处

西北方的华夏集团( 主要为居北的黄帝、居南的

炎帝两大支，也包含东侧由华夏与东夷混合而成

的帝颛顼之高阳氏、帝舜之有虞氏、商族，以及靠

南的祝融等族) ; 山东等地的东夷集团( 含太皞、
少皞、蚩尤等部) ; 华中地带的苗蛮集团( 含三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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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伏羲、女娲、 兜) 。瑓瑤虽然个别部族的归属与

蒙氏的分类有所不同( 蒙氏将炎帝、共工、蚩尤、

祝融均归入江汉民族) ，但三大集团的分类和分

布范围是基本一致的，不过徐氏强调自己的分类

并未受傅斯年或蒙文通的影响，而是独立完成的。

不难看出，蒙氏的三族说与徐氏的三大集团

说，说法虽异，但所指的内容大体相近。其中江汉

民族对应于苗蛮集团，海岱民族对应于东夷集团，

河洛民族对应于华夏集团。这两种说法，可以归

纳为三元说，即认为华北、华东、华中存在三个性

质互异的初始文明，彼此之间或许稍有交流，但三

者同时并存、并进，彼此之间并无高下之别。这跟

后来的“多元一体”说，即认为各地异质的区域文

明最终融合于更为开放和先进的中原华夏文明，

有实质性的区别。
总之，民国时期的古史研究和考古发现的最

大突破，是摆脱了两千多年来人们所信守的以黄

帝为始祖的五帝系世和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的一

元论，也告别了源自西人的中华文明西来说，迈进

了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论的时代。这一突破之所以

成为可能，靠的是古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齐头并

进。不过两者之间很少发生交汇，双方在研究方

法上的分际是很清楚的。古史界基本上延续了依

赖传世文献的学术传统。傅斯年论述夷夏东西二

元，以及蒙文通和徐旭生阐发各自的三元说，所引

用的资料几乎全为先秦文献，极少参考同时代的

考古发现。瑓瑥而考古学界对新发现的仰韶文化和

龙山文化的解读，也纯粹从新石器时期考古文化

的角度展开，很少与上古传说糅合在一起。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对民国学术的扬弃

与中原中心说的独盛

1949 年以后，国内考古和古史界对民国时期

的学术研究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总体上讲，在 20

世纪 50 年代，考古学者对新石器时期考古文化遗

存的分类，除了像过去一样提及长城以北地带的

细石器以及长江以南、东南沿海的若干陶器分布

之外，重点依然放在位于西部关中、晋南和豫北一

带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与位于东部的山东一

带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上面，对于这两种考

古文化甚至还沿用了过去的所谓“彩陶文化”与

“黑陶文化”的通俗说法。翦伯赞在其著于 20 世

纪 40 年代、再版于 1950 年的《中国史纲》一书中，

认为安特生基于甘肃出土陶器对新石器文化的分

期“至今考古学家尚没有提出新的论证，给予以

任何改变。因此，这种划分仍不失为研究中国新

石器文化的一个标准”。瑓瑦身为中国科学院历史所

副所长兼考古所副所长的尹达，在介绍仰韶文化

的研究时，依然承认安特生“在这方面作了一些

工作”，瑓瑧尽管他对安特生就其甘肃考古发现所做

的分期持保留和批评意见。瑓瑨同为考古所副所长

的夏鼐，在总结当时的中国考古学现状时，也对

1949 年之前三十年“过去的基础”进行了评估，把

仰韶和龙山文化的发现视为新石器时期研究的最

重要贡献。瑓瑩其他考古学者对国内新石器时期考

古文化的分布和分类，也基本上持同样意见。瑔瑠四

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徐中舒在论及夏代以前的黄河

流域的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时，直谓“东

方的龙山文化与西方的仰韶文化，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文化区”，瑔瑡几乎是重复了 20 世纪 30 年代国

内考古学界的老调。

可见，国内考古界在 20 世纪 50 年代基本上

肯定了过去的东西二元论，其原因不外两方面。

首先，考古发掘和研究，作为一种科学活动，本身

具有相当的客观性，较少受政治氛围的影响。因

此，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考古学界在各地新石

器文化遗址发掘、研究基础上所形成的共识，在

1949 年之后被继承下来，就科学研究本身的连续

性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更何况 50 年代活跃于

国内考古学界的研究者，大多曾经在不同程度上

参与 1949 年之前二三十年的考古发掘。身为考

古所副所长的梁思永，在 1931 年龙山文化遗址的

发掘及随后的报告整理中，曾经起过主要作用。

尹达也曾经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一度供职于历史语

言研究所考古组，而夏鼐对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国

内考古活动的介入则更深。对 1949 年前的考古

成果的继承，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身研究活动的

肯定。其次，东西二元论本身是对西来说的纠正

和否定，从政治上看也是正确的。尹达在 1954 年

撰文悼念刚去世的梁思永时，特别强调了梁在这

方面的贡献，说在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之后，“西

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学者，带着种族的偏见，硬

要用片面的比较方法从这些资料里寻找‘中国文

化西来’的论据”，而龙山文化作为“中国新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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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另一体系的文化遗存”，它的发现“对帝国

主义国家的所谓学者的论调是一个正面的有力的

驳斥”。瑔瑢至于古史界的夷夏东西说，尽管与考古

界的东西二元说相生相伴，但倡言者已去台湾，此

说遂悄然匿迹。

至于古史界的疑古论，在 1949 年前已经遭到

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抵制和批判，20 世纪 50 年代

以后，随着唯物史观成为历史研究领域唯一的指

导思想，疑古论更从方法论上失去了生存的余地。
不同于古史辨派将上古神话和传说当作“伪史”

弃而不顾，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初，那些提倡唯

物史论的主流学者纷纷撰文，试图把这些神话传

说与上古历史联系起来。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杨

向奎撰文呼吁给上古传说中的有虞氏“一个应有

的历史地位”，称有虞氏为东夷的一支，而东夷在

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有过许多贡献，包括太昊火食、

皋陶制刑，以及夷人发明弓矢、陶器等，这些传说

所反映的，乃是“社会发展史中的蒙昧中期到野

蛮中期的历史”，因为“蒙昧时期的中级阶段是从

食物中用鱼类和使用火开始的”，而弓箭则是“蒙

昧时期的决定武器”。瑔瑣另一位古史学者，四川大

学历史系教授徐中舒，则试图从唯物史观的角度

重新探讨《史记》开篇所叙述的上古世系，认为太

史公的三皇五帝世系并非“捏造”，而是有“相当

根据”，尧舜禹也真有其人; 不过又指出此一世系

“不合理”，因为它所显示的“父死子继”的观念，

实际上只能存在于私有制社会，“它并不符合于

真正原始社会的氏族长或农村公社的酋长由于不

世继而由于推举的制度产生的”这一普遍规律。

他强调，“远古部落或部落联盟酋长的代立，是采

取推举制的，不是父子相继，这在民族学中是有根

据的”，因此“那样整齐的世系是不可靠的”。另

一方面，他认为《史记》所记载的夏代世系是可靠

的，因为它所展示的帝位传子的制度，反映了当时

“父系家族私有制确实存在”和“家天下”这一事

实。瑔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吴泽及其合作者

则强调，“有巢氏之民，巢居穴处; 燧人氏教民钻

木取火; 伏羲氏教民以佃以渔; 神农氏教民农耕和

陶冶……。这一系列的传说史实是符合于原始社

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而且次序先后一点也不混乱。

当然，我们不是说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一

定真有其人，而是说通过这些传说能够代表一定

的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并不能因无其人而连其

所代表的历史阶段也一古脑儿否定了”。瑔瑥在《女

娲传说史实探源》一文中，吴泽称“女娲补天”“抟

土为人”等神话“反映了人类在劳动实践过程中

和自然斗争的一定的真实的历史内容”，因此“如

果能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深入研究，是能探索

出一定的真实的古史内容的，绝不是什么毫无所

据的‘不经之谈’”。他同时批评有些新史学家

“受资产阶级疑古思想的影响，在研究古史时，对

古籍文献中之《列子汤问》和《淮南子览冥训》等

书，甚至《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

纪’等 所 载 古 史 神 话 传 说，怀 有 戒 忌，不 敢 应

用”。瑔瑦

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重新解释上

古神话传说，把这些神话传说所折射的历史现象

与唯物史观对人类原始社会的理解———尤其是从

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制度转变、从原始公社制度

向家 族 私 有 制 度 转 变 这 些“普 遍 规 律”的 认

识———结合起来，成为 1949 年以后各种历史教材

的标准做法。由有巢、燧人、神农、伏羲、女娲等神

话人物所组合而成的不同版本的“三皇”，以及包

括黄帝、颛顼、帝喾、太昊、少昊、尧、舜等传说人物

在内的不同版本的“五帝”，在被古史辨派作为

“伪史”而遭摒弃多年之后，经过唯物史观的解

读，重新被纳入上古史叙事之中，成为主流史学界

认可的“正史”的一部分。而五帝的活动区域，均

在以中原为核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中心

说”由此长期主导了人们对上古中华文明起源的

认识。
导致“中原中心说”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新石器时

代遗址的大量发现和发掘。相较于民国时期仅发

现两三百处此类遗址，正式发掘的更属寥寥无几，

1949 年后的三十年间，发现同类遗址多达六七千

处。瑔瑧其中，对于纠正东西二元说之偏起关键作用

的，是 1956—1957 年由梁思永的学生、任职于中

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安志敏所主持的对河南陕

县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的发掘。庙底沟二期文化

叠压在仰韶文化之上，时间上晚于后者，陶器以灰

陶为主，不见黑陶，器形多承袭自仰韶文化。瑔瑨总

体上，庙底沟二期的文化面貌介于邻近的仰韶文

化和龙山文化遗存之间，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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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说明河南龙山文化并非源自外部，而是由本

地的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演进而来，并

且进一步“构成早商二里头文化的前身”。瑔瑩过去

把仰韶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视为两种不同来源的

说法，已经无法成立( 至于山东龙山文化，安志敏

则认为另有来源) 。瑖瑠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发现，让

安志敏等考古学者确信，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龙
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一脉相承。中华文明起源的

中原中心说，由此确立起来。它与以往两千多年

来人们信守的黄帝世系一元说，有实质性的不同。

后者仅以无法查证的传说和古文献为基础，而前

者则建立在确凿的考古发现之上。对于到 20 世

纪 70 年代为止在中原以外其他各地所发现的众

多史前文化遗址，安志敏的看法是，到新石器晚

期，尽管不同地域的文化在相互交流影响，并且有

融合统一的趋势，但中原地区始终是核心; 黄河流

域的先进文化“影响和推动”了中华文明形成和

发展的整个过程。瑖瑡

不过，安志敏的解读也并非无懈可击。为了

突出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安氏刻意强调这一带

的考古文化领先于全国其他各地，个别论点难免

有牵强、夸大之嫌。试以陶器为例，在青铜器出现

之前，陶器常被当作观察考古文化特征和风貌的

最主要遗存之一。安志敏一方面强调，中原地区

最早过渡到轮制阶段，“从制陶工艺上来看，首先

是中原地区最发达”; 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

轮制陶器的分布，“愈东愈多”，山东龙山文化的

陶器以轮制为主，往西则手制渐多，到了陕西龙山

文化，则以手制为主。器形方面，也以山东龙山文

化的素面或磨光黑陶最为先进，到河南已变成灰

陶，再到陕西变成落后的红陶。至于陶器火候，一

方面说仰韶和龙山文化达到 900 ～ 1000 摄氏度，

高于其他地区，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东南地

区的硬陶也达到 1100 摄氏度。瑖瑢为了能够自圆其

说，安氏有时不得不把“中原”地区( 狭义上仅指

黄河中游仰韶文化中心地域和河南龙山文化所在

地域，亦即包括关中、晋南和豫西在内的古史上华

夏族群活跃地带，这也是安志敏本人在讨论以仰

韶、庙底沟二期和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史前中

原文明时所强调的地域) 放 大 到 整 个“黄 河 流

域”，即把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 也就是古史

上的东夷地区) 也囊括进来; 并且在强调黄河流

域的先进性和核心地位的同时，有意无意地贬低

黄河流域之外的其他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

过程中的重要性。

综观 1949 年以后 30 年的华夏上古文明认知

历程，相较于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大体上可以看

出有以下三方面的不同。其一，在研究方法上，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成为古史研究和考古学研究

的唯一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

人类文明起源的论述与中国上古神话和传说结合

在一起，成为有关华夏上古文明的古史著述的一

大特色。某种意义上，人们对古文献的态度，由民

国时期的疑古变为有选择的信古，凡是符合经典

作家关于人类文明演进和国家起源普遍图式的则

加以借用，不符合者则予以摒弃。其二，尽管古文

献的价值重新受到重视和利用，但像民国学者那

样围绕文明起源对先秦典籍所做的认真梳理和利

用在这一时期并不多见。古史研究由民国时期的

“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同时并重，两条

腿走路，变成了只重“地下之新材料”的一条腿走

路，或者至少可以说一条长，一条短。其三，最大

的不同在于，对上古文明的认识从民国时期的多

元论，过渡到以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为中心

的中原中心论，所强调的是中原文明相对于周边

各地考古遗存的先进性及其从史前文化到夏商周

三代的连续性，某种意义上与 20 世纪以前的一元

论遥相呼应。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从多中心论到新中原中心说

不同于中原中心说在改革前三十年的一家独

大，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启

动和学术环境的日渐宽松，考古学和古史研究领

域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气氛，新的思考和解

读不断涌现，很大程度上修正乃至从根本上挑战

了过去的中原中心说。而导致新说次第登场的最

直接的推动力，则是考古领域在新石器时期文化

遗址发掘方面的一系列重大进展，其中包括辽宁

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密县新

砦遗址等。正是在这些新的发现的基础上，人们

对远古时期中华文明的起源、特质及其传播路径

展开了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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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满天星斗说。最先对中原中心论提出

异议的是考古学者苏秉琦。他与殷伟璋在 1981

年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指出

“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

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

四处扩展; 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

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作

者接着就全国的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提出以

下划分: ( 1) 以仰韶文化为主的陕豫晋邻境地区;

( 2)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布密集的山东及邻

省一部分地区; ( 3 ) 含有多种文化遗存的湖北和

邻近地区; ( 4) 以河姆渡、马家浜及良渚文化为代

表的长江下游地区; ( 5 )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

为中轴的南方地区; ( 6 ) 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

方地区。他们强调，中原之外其他地区的古代文

化发展有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并且不同地区的文

化之间相互影响，“中原给各地以影响; 各地也给

中原以影响”。瑖瑣其实，把全国不同地区既有的考

古发现，按照其文化特征加以分类、归纳，本身算

不上创新和突破。事实上，上引安志敏在 1979 年

和 1981 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已经对当时全国各地

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就不同的地区类型做

了大体的分类，包括黄河流域的仰韶和龙山文化、

江汉地区的诸遗存、长江下游的文化序列、华南的

文化遗存等等，跟随后苏秉琦等的分类大同小异。
难怪安志敏后来针对苏秉琦等的分类，说这样的

分区和系统，只不过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常用手段，

“并不具有什么新的含义”; 甚至说这样的“区系”

观点会导致固定的模式，不利于研究的继续深入，

更不同意用它作为所谓“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理

论基础。瑖瑤同时，安志敏也不否认各地区不同类型

的新石器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说“它们有着不

同的来源和发展关系，由于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

交流和相互影响，往往会出现新的文化类型，并逐

渐扩大它们的分布范围，最后呈现融合统一的发

展趋势”。瑖瑥所以，他们对中国史前考古文化的各

自论述，至此为止，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

差别仅在侧重点不同: 安志敏强调了中原文化的

核心和引领作用，而苏秉琦等不赞成有这样的作

用，转而强调各地区文化的独立发展，自成中心，

因此，他的类型学可以算作是多中心说。
真正拉开两者之间对史前考古文化认识上的

距离的，是苏秉琦后来针对 1979 年在辽宁西部建

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存所提出的观点，

即明确不赞同“黄河中游”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而是把辽西新发现的红山文化坛、庙、冢，解读为

“北方与中原两大文化区系在大凌河上游互相撞

击、聚变的产物”，认为此一发现为中华文明五千

年的历史“找到自己的渊源”，是“中华文明的曙

光”。瑖瑦至于黄河中游的早期文明，亦即中原文明，

只不过是一种次生型文明，其主根或原生文化因

素则来自中原之外的北方、东方和东南等地。瑖瑧牛

河梁遗址之外，20 世纪 80 年代的另一项重大考

古进展，是位于山西襄汾的陶寺文化遗址的发现。

经过近十年的发掘，至 1987 年先后有九座大型贵

族墓葬和大量精美文物出土。同样对考古界产生

巨大冲击的，还有长江下游良渚遗址群的次第发

掘，包括 1986 年反山墓地、1987 年瑶山祭坛和墓

地、1993 年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上海福泉山墓

地等等。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此类遗址激增

到 135 处。瑖瑨所出土的玉器、陶器等文物之丰富和

技术之先进，彻底颠覆了先前人们对良渚文化的

认识。诸如此类的新近考古发现，促使苏秉琦以

“满天星斗”一词来形容新石器时期各地古文化

通过裂变、撞击和融合的方式而层出不穷的格局，

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时，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

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瑖瑩

不过，苏秉琦也反复提醒读者，尽管中华文明

的源头遍地开花，但各地文化所起的作用不同。
其中，有一个 Y 状的文化分布带，由关中渭河流

域进入豫西、晋南，再北上由晋北向西进入河曲地

区，往东北进入辽西。这条文化带连接中原与燕

山南北、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古文化乃至欧

亚大陆北部广大地区，曾经是一个“最活跃的民

族大熔炉”，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

直根系”。瑘瑠显然，设想出这样一个文化带，并强调

仰韶—龙山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的交融，主要是

为了照应和支撑他的红山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曙光

的观点。这跟安志敏把关中、豫西和晋南所构成

的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核心，仅仅聚

焦于仰韶—龙山文化，大相径庭。不难想象，苏秉

琦的上述关于“中华文明曙光”和“满天星斗”之

类的提法，都遭到安志敏的一一否定。瑘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家佟柱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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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样质疑过去考古界所认为的中国新石器时代

文化从一个地点即中原地区起源并向四方传播的

旧论。其理由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

不同地域存在七个各自不同的文化系统，且每个

系统各有个性和内涵，都有从低级到高级的连续

发展过程。而在这七个文化系统中，发展最快、水
平最高的则是黄河中下游豫西晋南的庙底沟文化

系统，正是从这里产生了二里头文化和夏王朝。瑘瑢

苏秉琦的弟子张忠培也赞同乃师满天星斗的提

法，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而无中心的”。瑘瑣

这种多元性，在他看来，主要表现在四千多年前，

分布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领

域的诸考古文化的居民，都已经“跨过文明的门

槛”。瑘瑤后来，他又认为从渭河流域发育出来的最

初文明，才是“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满天星斗中

的一颗亮星”，这里孕育了半坡—西阴文化，是

“中国远古文化的主根”。瑘瑥可见他对苏秉琦的论

述既有继承( 满天星斗说) ，又有背离( 用渭河流

域这条“主根”取代苏秉琦的 Y 状文化带) 。
( 二) 重瓣花朵说。虽然苏秉琦的 Y 状文化

带假说在考古界响应者并不算多，但他的区系类

型说对于破除传统的中原中心论，却起到很大作

用。几乎在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说的同时，北大

考古系教授严文明也提出，“要破除中原中心论

或黄河中心论”，认为中国新石器文化“既不是外

来的，也不单是从某一中心( 比如黄河中游的中

原地区) 发源的”。瑘瑦1987 年，严文明进一步提出

“重瓣花朵”说，即中原文化区( 渭河流域和晋陕

豫连接地区) 为花蕊，被周边的五个文化区所围

绕( 分别为甘肃青海的马家窑—齐家文化; 山东

的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 辽西的红山文化; 长

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 江浙的河

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 ，是为内圈，即第二重

花瓣，在其外围还有闽台、粤桂、滇、藏、新疆、内蒙

古和东北等文化区，构成第三重。不难看出，严文

明的构想，实际上跟安志敏的中原中心说非常接

近，不同的只是他不再强调中原文化的先进程度

和引领作用，而是强调中原所起的“联系各文化

区的核心作用”。瑘瑧后来他也反复说，“中原龙山文

化的发展水平本来并不比良渚文化和( 山东) 龙

山文化更高，那种中原文化从来就比别处发展水

平高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 瑘瑨今后中原地区即使

有更多的考古发现，“也无法证明中原的文化发

展水平就一定比周围地区高，更无法证明周围诸

文明的发生一定是受中原文明的启发或传播的结

果。所以中国文明并非仅仅从中原发源，而是有

许多中心的”。瑘瑩这里，严文明并没有像苏秉琦那

样，刻意抬高红山文化的地位，把中原与东北亚文

化的互动、融合，当作中国文明起源的动力。值得

注意的是，严文明在 1999 年撰文回顾和思考文明

起源问题时，称“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在一个狭

小的地方，也不是在边远地区”，这话应有所指，

或许是针对苏秉琦的以红山文化为“文明的曙

光”或以 Y 状文化带为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带; 同

时也不再使用自己过去所独创的“重瓣花朵”这

一提法，而是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并重，说中国

文明的起源“首先发生在地理位置适中，环境条

件也最优越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

它们相互作用，此消彼长，逐渐从多元一体走向以

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

元一统格局，再把周围地区也带动起来”。瑝瑠

( 三) 新夷夏东西说。对中原中心论构成挑

战的，还有部分考古学者和古史学者对黄河中游

的中原文化与黄河下游的海岱文化之间关系的重

新探索。不同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领域的

夷夏东西论几乎完全建立在对史料的梳理基础之

上，也不同于民国时期流行的东西二元论仅仅建

立在刚刚开始的对个别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初步发

掘之上，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黄河中、下游之间

史前文化关系的探索，或充分利用了 20 世纪以来

的大量考古发掘成果，或与古史文献相结合，由此

所提出的论点，比起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说，

显得更加坚实、丰满。
较早利用考古发现来诠释古史上的夷夏关系

的是郑州大学张国硕。他在 1993 年撰文，把商周

之前的华夏集团，对应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

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

化—二里头 /先商文化; 同时把商周之前的东夷集

团，对应于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

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他把这两个集团之间

的关系分为五个阶段加以解读。( 1 ) 萌芽期，分

别代表夏、夷两大集团的裴李岗文化与北辛文化

各有自己的分布范围和文化特征，彼此之间尚无

直接的交流。( 2 ) 发展期，华夏集团在仰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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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中期，与处于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

期的东夷集团之间，有了直接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彩陶，受仰韶文化的影响，而仰

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陶器多源自大汶口文化。
( 3) 繁荣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东夷集团，对

处在仰韶文化晚期和中原龙山文化早期的华夏集

团影响较大，甚至远及关中和晋南一带。但是，到

中原龙山文化的中、晚期，华夏集团对处于山东龙

山文化时期的东夷集团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东方

对中原的影响却在消退。( 4 ) 低谷期，二里头文

化时期的华夏集团，与同时代岳石文化时期的东

夷集团，处于相互对抗、排斥的状态，彼此之间少

有往来。( 5) 融合期，两大集团在商代前期开始

相互融合，最终在西周融为一体。瑝瑡

山东大学栾丰实对史前中原与海岱之间的文

化互动做了进一步探索。他在系统地比较了不同

时期的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后，提出自己的

看法: 在仰韶文化早期，中原与东方之间互有往

来，中原稍占上风。在仰韶文化中期，以庙底沟期

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外扩张和对海岱文化的影响

走向高潮。但到仰韶文化晚期，亦即从距今 5500

年左右开始，双方关系发生逆转，仰韶文化走向衰

落，对东方的影响渐趋消失; 与此同时，大汶口文

化影响力剧升，向西渗透到豫中仰韶文化。到中

原龙山文化早期，即距今 4800 ～ 4600 年前后，大

汶口文化的西渐达到高潮，不仅驱除和同化了邻

近的鲁西南、皖北和豫东部分地区，而且进一步到

达豫中、豫东南和洛阳盆地，尽管并未改变当地原

有的文化形态。此外，在晋南、陕东、豫西南和鄂

北，也都或多或少发现大汶口文化的痕迹。其后，

除龙山文化末期部分时段之外，直至二里岗下层

商文化之初，“海岱地区对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

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瑝瑢可见，栾丰实与张国硕对

于二里头文化之前中原与海岱地区之间关系的解

读，大同小异。两位学者之间最大的分歧，是他们

对二里头时期东西文化关系的不同理解。栾丰实

显然不赞同张国硕的观点，他在分析了二里头文

化遗存之后，认为其中来自东方的影响依然明显，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垂直地继承了当地中原龙

山文化中原先即有的东方因素，诸如源自大汶口

文化的鼎、鬶之类的陶器，多见于二里头文化的早

期; 二是平行地吸收了同时代东方的岳石文化的

若干因素，诸如各种爵、罐、盆、碟、甗、斝、鼎等陶

器以及石刀，次第见于二里头二至四期。同时，他

也把中原与海岱地区的文化交往跟古史上的夷夏

关系联系起来，认为“夏文化中的礼器多数是直

接或间接来自东方海岱地区”。瑝瑣

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的相关研究也值得重

视。他在华夏与东夷之外，把南方的苗蛮也考虑

进来，并且把上古时期这三大集团之间的互动与

不同地区考古文化的兴衰加以比照和连接。韩同

样注意到仰韶文化在庙底沟期的强势扩张、在晚

期的收缩以及与之相伴的大汶口文化西渐和长江

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北上，并且也指出其后中原龙

山文化的崛起和鼎盛，以及与之同时的长江中游

石家河文化的消亡。在他看来，庙底沟期仰韶文

化的东进，与黄帝麾下的华夏集团战胜蚩尤的东

夷集团相关，而公元前 2100 年前后王湾三期中原

龙山文化的南下和石家河文化的随之消失，则可

能是禹征三苗的结果，夏王朝由此诞生，华夏集团

随之扩张到长江中游，而苗蛮集团就此覆没。瑝瑤韩

强调，无论是王湾三期文化( 早期夏文化) ，还是

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二里头文化( 晚期夏文化) ，就

其文化特征而言，都受到外来文化尤其是海岱和

江淮文化因素的影响，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瑝瑥

( 四) 新中原中心说。虽然上述各种把考古

发现与上古传说结合在一起的做法不无道理，也

能自圆其说，但在那些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考古

学家中间，真正愿意把对史前文化遗址的考古学

解读跟古史传说糅合到一起的并不多见。即使对

古文献言之凿凿的夏朝历史，严谨的考古学家们

在把二里头文化与夏史对接时也持慎重和存疑的

态度。夏鼐便讲得很明确: “我们可以说，二里头

文化的晚期是相当于历史传说中的夏末商初。这

是属于历史( 狭义) 的范畴。在考古学的范畴内，

我们还没有发现有确切证据把这里的遗迹遗物和

传说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连接起来。……

作为一个保守的考古工作者，我认为夏文化的探

索，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谜。”瑝瑦在这些学者看来，

考古是考古，传说归传说，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考古学者的这种谨慎态度和对商代之前历史

的存疑，被部分古史学者认为是民国早期古史辨

派的疑古传统依然在起作用。李学勤在 1991 年

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伊始，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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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走出“疑古时代”，指出古籍记载不可轻易否

定，“现在出土的很多东西可以和传世的古籍相

联系”，因此要摆脱“疑古”阶段，进入比“考古”含

义更为宽广的“释古”时代，把考古学的成果与古

史传说结合起来。瑝瑧针对过去几十年疑古思潮的

盛行已经导致“炎黄二帝的事迹几乎被全部否定

了，普遍认为是子虚乌有，屏之于历史研究的视野

之外”，他坚持认为，“炎黄二帝以及其后裔的种

种传说都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帝系》这种三

代统出一源的谱系，“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

相合的传说，意义是不容抹杀的”。瑝瑨事实上，李学

勤的观点并不符合 1949 年后古史界的实际。如

前所述，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史家已经

与古史辨派分道扬镳，认为古史传说反映了远古

中国的原始社会发展状态; 1949 年以后，在唯物

史观的指导下，把三皇五帝的传说与新近的考古

发现相结合，更成为上古历史叙事的主流。换言

之，这些学者早已经走出了疑古时代。只是在考

古界，这种做法并未流行。

李学勤的呼吁和相关行政部门的配合，导致

1996 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李学勤本人担

任该工程专家组组长，而对李学勤倡议呼应最有

力的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李伯谦则担任该工程首

席科学家和专家组副组长。经过数年努力，工程

于 2000 年完成结项，并公布《夏商周年表》。与

此相关的另一项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由李伯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巍和北大考古文

博学院赵辉主持，从 2001 年启动预研究，到 2016

年结项，历时 15 年。这些工程推动了一系列考古

项目的展开，带来了若干重大考古发现，也使工程

主持人更有理由和信心把新的考古成果与古史传

说加以对应和连接。作为对断代工程和探源工程

的部分总结，李伯谦在 2008 年撰写《考古学视野

的三皇五帝时代》，认定在经重新发掘的王城岗

遗址中所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年代测定在

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与夏朝始年吻合，即为文献

所记之“禹都阳城”。而重新发掘的新砦期遗址

( 测定在公元前 1850—前 1750 年) 中所展示的数

量可观的来自东方的文化因素，则印证了传说中

“后羿代夏”导致东夷人入主中原的史迹。最后，

陶寺遗址的重新发掘则进一步确认了该遗址为古

文献中的尧都平阳。为了将过去等同于伪史的

“三皇五帝夏商周”古史体系还原为“信史”，文中

还列表将有巢氏、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以及炎

帝、黄帝、颛顼、帝喾以及尧、舜、禹，与考古文化的

不同时期一一加以对应，认为“传统史学的三皇

时代大致对应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

时代早、中期，五帝时代大体对应于考古学上新石

器时代晚期和末期”，瑝瑩而王城岗、新砦和二里头

遗址，则把夏文化从早期到中期和晚期完整发展

系列构建起来，“夏文化也从虚无缥缈的传说逐

渐变成了清晰可见的历史真实”。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新中原中心说”的特征之一，便是

考古学研究与古史研究全面融合，从拒绝疑古开

始，以考古研究来“释古”，用考古发现来印证古

文献和上古传说中的史迹。
新中原中心说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则是不再

坚持中原地区的文化领先于周边和华夏文明从中

原向周边单向传播，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接

受了多中心论。李伯谦发现，相对于红山文化墓

葬随葬玉器的品种组合多样和良渚文化随葬玉器

的丰富和精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墓葬的玉器

显得品种单一且粗陋。至于其后的中原龙山文

化，他也认为吸收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礼器和良

渚文化的玉器; 后来他进一步指出，“中原龙山

文化及其后续的夏、商、周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

曾吸收过在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红山文化、良渚

文化所创造的某些先进文化因素”。但另一方

面，他又强调这些文化之间有一个根本差别，即中

原文化一脉相承，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从仰韶文

化经龙山文化一路发展到夏商周，而红山古国和

良渚古国最终都突然没落，走向衰亡。背后的原

因，除了地理位置居中使中原地区易于吸收周边

文化的先进因素之外，主要是在王权与神权的

差别上。在他看来，红山和良渚古国皆以神权为

主，导致大量社会财富因为宗教祭祀而被挥霍浪

费，从而削弱了国力; 而中原古国的王权至上和朴

实无华则有助于财富积累和社会发展。

李伯谦的上述看法，事实上跟赵辉早先提出

的观点十分接近。赵辉认为，中原文化区的形成

始于公元前 3000 年左右，从这时起，中原与周边

之间的关系发生逆转，由早先仰韶文化对外施加

影响，变成周边各地文化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其

中对中原文化影响最大的，首推大汶口文化;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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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上层所喜好的玉器和底层民众作为炊器使用

的鼎，都来自山东或长江流域; 后来夏商时代的青

铜礼器，绝大多数亦非中原土产。产生这种文化

关系逆转的根源，在于双方经济资源的变化。中

原地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资源紧张和匮乏，导致

社群之间冲突加剧和战争频繁，后者反过来推动

了军事首领地位的提升、世俗权力的加强和务实

态度的形成，所有这些均迥异于东部和东南部的

富足奢侈、分化严重和神权至上。另一位考古学

者许宏的视角有所不同，他所关注的是“以中原

为中心的”华夏王朝文明的形成，即所谓“最早的

中国”，并且将其开端界定在公元前 1800 年左右，

以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国家在吸收各地文明的基

础上快速崛起为标志。在他看来，此前的龙山文

化时期( 公元前 3500—公元前 1800 年) 为众多相

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的时代，此

后则由多元化的邦国林立走向一体化的广域王权

国家或王朝文明时代，其范围覆盖几乎整个黄河

中游流域。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李伯谦和赵辉

等学者都承认仰韶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受周

边影响居多，但他们都认为，中原地区居天下之

中、八方辐辏的地理位置，以及中原社会统治阶层

的开放、务实的世俗精神，皆有助于中原地区吸收

周边的先进文化因素，最终在其他地方的文化发

生衰落、中断之际走向强盛，形成所谓“以中原为

中心的历史趋势”或“一体化”趋势。总之，在强

调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一脉相承并构成中华文明

的起源这一点上，这些新中原中心论者的观点与

传统的中原中心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 五) 新疑古论。应该说，进入 21 世纪以后，

上述多中心论和新中原中心论已经在国内考古学

界和古史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就影响力而论，彼

此不相伯仲，并且有走向相互融合的趋势; 尤其是

在对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明发展结局和

中华文明开端的认识上，两者趋向一致，并且都认

可了早期华夏文明和华夏族群形成过程中所展现

的所谓“多元一体”的格局。但是在学术界的这

些主流和共识之外，也有不同的声音，这尤其体现

在对夏朝的信史地位问题上，或者更具体地说，是

在对作为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与古籍中所记载

的夏王朝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上。河南偃师二里头

遗址自 1959 年在老一代考古学家徐旭生的主持

下被发现和发掘以来，在其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

均被多数学者认定为商汤都城即西亳。1978 年，

邹衡发文论证郑州商城为汤都亳，而二里头应为

夏都，由此引发二里头遗址和文化的归属之争，

而 1983 年偃师商城的发现加剧了这方面的争

论。目前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是，河南龙山文化

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均为夏文化，而偃

师商城则开启了商文化时代。

近二十年来，对二里头夏都说和夏朝信史地

位的质疑立场最为鲜明、影响较大的，当属复旦大

学的陈淳。陈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国内学者的认知

方式、特别是一些主流学者所尊崇的“二重证据

法”上。所 谓 二 重 证 据 法，最 早 是 由 王 国 维 在

1925 年提出来的，即把“纸上材料”与“地下之新

材料”相结合，以弥补古籍之不足或印证古书之

记载。后来，作为考古界领军人物的夏鼐，也强调

把考古发掘与史料解读结合起来认识远古中国，

认为这两种方法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

可偏废。在陈淳等看来，把二里头文化遗迹与古

籍中夏代史迹加以对应并以此证明夏为信史的做

法，并不能令人信服，主要是因为“在二里头和夏

文化的研究中，研究的问题完全按照史籍来展开，

学者们无论对待文献还是自己的判断都缺少起码

的怀疑精神”。此后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基本

上是在重复类似的观点，认为国内学者“没有怀

疑精神”，二重证据法研究“不应再把文献放在古

史重建的中心地位，将考古学视作为历史学提供

佐证”。在支撑自己的论点时，陈淳反复引用西

方学者对国内相关研究的看法和评判，以证明夏

朝信史说不能成立; 或者用大量的篇幅叙述西方

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的若干理论和概念，以此证

明国内考古学者方法陈旧，“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

来国际考古学研究范例的革命性变革十分隔膜，

在研究中仍然采用西方二三十年代的方法”，甚

至责怪国内考古界“面对完全陌生的当代理论、
方法和实践，只能以不适用自己来加以掩饰”。

这种偏重理论、疏于实证的论说方式，似难得到同

行的认可。至于说国内考古学者“没有怀疑精

神”，并不符合自 1978 年以来持续多年的二里头

文化属性之争这一基本事实。作者否定把有关夏

史的文献记载与二里头考古发现加以对应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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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称这样做“无论从文字背景还是考古材料上

都找不到一个能够将彼此衔接到一起的坚实支撑

点”，恐怕不少考古学者也难以认同。

相较于陈淳始终是从局外质疑夏史，中国社

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作

为真正的局内人，在二里头遗址属性问题上的意

见，更值得重视。许宏等质疑二里头为夏都并进

而怀疑夏史，除了因为迄今为止尚未从二里头文

化遗址中找到像殷墟甲骨文那样“内证性”文字

证据之外，还因为以下两个关键理由。其一，近几

十年人们多认为二里头一至三期为夏，四期为商，

主要是基于这一认知: 该遗址的 1 号宫殿在第四

期遭到废弃。许宏等认为，1 号宫殿基址的破损，

并不足以说明二里头文化在四期发生衰败; 最新

的发掘显示，整个宫殿群在该期实际上有所增加。

而 1 号宫殿基址范围内的遗物堆积，实际上应发

生在该基址使用时期而非废弃之后，没有证据表

明 1 号宫殿在第三期之后即告废弃，因此三、四期

之间发生夏商过渡之说不能成立。其二，测年专

家新近提供的高精度系列测年数据显示，二里头

第一 期 的 年 代 约 为 公 元 前 1735—公 元 前 1705

年，第四期的年代约在公元前 1565—公元前 1530
年，与夏朝年代出入较大，“看来更加支持‘二里

头商都说’”。他进一步质疑夏史: “如果二里头

为早商遗存，而二里头之前的中原考古学遗存不

见王朝气象，那么庞大的‘夏’是否有可能是在后

世文献中被放大的? 如倾向于陶寺文化为夏文

化，那么，是否陶寺以外同时代相关地域的考古学

文化也就都可以排除在夏文化之外了? ……疑问

多多。”

结 语

综上所述，20 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

现，加上古史研究者对先秦文献的梳理、辩伪和研

究，导致人们对上古中国的认识在不断进步。曾

经在历史上流行两千多年的“一元多体”观念，逐

步让位于次第登场的各种新说。20 世纪 20 年代

仰韶彩陶文化的出土，使中国文化西来说在考古

界一度占据主导地位。而 20 世纪 30 年代初山东

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则导致东西二元说

对西来说的替代。50 年代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

的发掘，确立了仰韶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之间的

继承关系，使中原中心说在此后二十多年间主导

了考古界对新石器时代各地文化遗存相互关系的

解读。但是从 70 年代开始，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

全国各地一系列重大考古发掘的展开，又推动人

们纠正乃至推翻中原中心说，从而涌现出满天星

斗说、重瓣花朵说、新夷夏东西说等一系列新的解

读。90 年代后期特别是 2000 年以后，随着夏商

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一系列

重大考古发掘得以重新展开，使原有的中原中心

说重新得到支撑和进一步修正，形成迄今为止影

响力最大的新中原中心说，亦即所谓“多元一体”

说。与此同时，在对中原中心论起核心支撑作用

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考古活动中，至今未能发现该

遗址与传说中的夏王朝历史直接相关的确凿证

据，又使部分学者难以判断夏朝历史的真伪，新疑

古论依然有其活力。不过，总的来说，就主流学界

对远古文明起源的认识而言，从“一元多体”到

“多元一体”的演进脉络还是十分清晰的。

纵观近四十年来的进展，不难辨别三个走向。
其一，就早期中国的文明起源诠释架构而言，有从

去中心或多中心论向中原中心论回归的趋势。其

二，就研究方法而言，有从适度借鉴上古文献以释

读考古发现向以考古发现印证文献所载古史体系

的方向转变的态势。其三，就研究意图而言，有从

强烈的学术创新意识向着强烈的建构意识转变的

倾向。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刻画，且仅仅着

眼于古史和考古研究领域在上古文明起源议题上

较有影响的一些著述而已，并不足以且亦无意涵

盖改革开放以来史前文化和古史研究领域视角多

样、新意迭出的整体状况。但如何处理古文献及

相关的历史传说与考古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依然

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某种意义

上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考古学者

固然不必就考古论考古，完全无视乃至拒绝承认

先秦文献所载古史的可信度，如果古籍所载上古

史迹的地点和时间，与考古发现所揭示的出土遗

存的性质和年代范围大体相当，将两者适度地联

系起来，以此建构历史叙事未尝不可; 但这种含有

合理想象的叙事建构，当是历史学者的任务，由考

古学界的权威学者大谈三皇五帝，甚至在没有确

凿考古证据的前提下，给出三皇五帝的具体年代，

恐怕不仅对于考古学研究本身来说已经“逾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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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超出了历史撰述所允许的合理建构的限度。
展望今后的上古文明起源研究，如何在学术创新

与历史建构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支点，依然是摆在

人们面前的一个无可规避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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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Unitary Plurality”to“Plural Unity”: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s o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Li Huaiyin

Abstract: Chinese historical and archeological studies o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undergone a transition from“unitary plurality”to“plural unity”in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s since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arious constructs were proposed during this transition，including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Origins，East － West Origins，and Triple Origins during the Ｒepublican years
and the theories of Zhongyuan － centrism，Scattered Clusters of Stars，Flower with Circles of Petals，
Neo － East － West Origins，Neo － skepticism，and Neo － Zhongyuan － centrism since 1949． Behind
the successive interpretative schemes were the influences and constraints of multiple non － academic
as well as academic factors． While major archeological excavations have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driv-
er of breakthroughs in scholarly advancement，how to tackle the thorny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eolog-
ical findings and ancient classics has been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 for Chinese researchers．

Key words: unitary plurality; plural unity; Chinese civilization; Arc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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